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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对青少年手机成瘾的不良后果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整体上，行文清晰，结

论可靠。但是文章在写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完善。 

意见 1：部分文献引用不准确，前后不一致。如“是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指标(陈世民, 2014; 

Larsen, 2009)”中的“陈世民”。 

回应：感谢专家的指正，我们已对参考文献的引用进行了检查和修改。 

 

意见 2：虽然文章逻辑相对清晰，研究假设的提出也有一定的实证支持；但是文章缺乏相关

的理论支持，讨论部分也未能论述出本文的理论价值与贡献。 

回应：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问题提出部分对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和补充：在论

述手机成瘾与情绪幸福感的关系时，补充了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 1986)以及自我控制的能

量模型(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在论述反刍的调节作用时，重新梳理了反刍的反应

风格理论(Nolen-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在论述正念的调节作用时，

补充了正念的再感知模型(陈语等, 2011; Shapiro, 2006)。希望以此使得研究假设的提出不只

有实证支持而且有理论依据。 

    同时，我们也在讨论部分对上述理论做了论述上的呼应，借由上述理论对本研究结果做

了更深入具体的解释，我们还对反刍和正念两个截然相反的调节作用作了对比，并借由热系

统/冷系统模型对此进行了解释。详细修改见文中问题提出和讨论部分。 

 

意见 3：理论模型（见图 1）与研究假设的论文部分不够统一。文中提出反刍与正念调节手

机成瘾与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但是理论模型仅仅显示反刍与正念调节中介效应

的前半段，是否调节中介效应的后半段需要作者在文中进行明确。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我们假设反刍和正念只对手机成瘾影响睡眠质

量的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前半段有调节作用，而对中介作用后半段并没有调节作用： 

（1）反刍和正念的调节作用多发生在负性因素与其影响结果之间。研究表明，反刍作为一

种较为消极的个体特质，不仅会直接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还会强化负性因素与其消极

影响之间的关系(Moberly & Watkins, 2008; Nolen-Hoeksema, 1991; Rosen & Hochwarter, 

2014)。研究也指出，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个体特质，不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直接的促进



作用，还能在负性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中起保护性作用(Davis, Morris, & Drake, 2016; Pidgeon, 

Lacota, & Champion, 2013)。也就是说，反刍会加剧负性因素的影响，正念则缓解负性因素

的影响。反刍的反应风格理论和正念的再感知模型也为此提供了理论依据。本研究中，手机

成瘾是对个体产生消极影响的负性因素，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以及手机成瘾对情绪幸

福感的影响（即中介效应的前半段）都是手机成瘾不良影响结果的体现，因此他们都可能被

反刍和正念所调节。 

（2）中介效应后半段是情绪幸福感对睡眠质量的影响，情绪幸福感是对个体的自我发展和

心理社会适应都具有积极促进作用的正性因素。反刍会不会削弱正性因素的影响、正念会强

化还是降低正性因素的影响（根据保护性因子-保护性因子模型，两种具有保护性作用的因

素共同起作用时，一种保护性因素的作用可能因为另一种保护性因素而得到增强，但是也有

可能遭到削弱）都少有研究探讨。中介效应后半段也可能被调节的假设缺乏理论和实证支持。

因此，严谨起见，我们没有假设中介效应后半段也可能被调节。 

（3）除了基于理论和实证研究基础的考虑，我们也分析过中介效应后半段是否被调节，结

果表明，反刍和正念对中介作用后半段的调节都不显著。 

    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问题提出部分对相关论述做了进一步梳理，以使研究假设与模

型图相一致。 

 

意见 4：数据分析时，文中使用了 Hayes(2013)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的哪个模型，最好

清晰地交代。 

回应：如上所述，研究假设，反刍和正念都只调节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直接效应以及情绪

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前半段，因此，在对数据进行分析时，我们使用的是 Hayes(2013)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 model 8, 我们在文中对此进行了补充。 

 

意见 5：中介作用检验不够严谨：仅仅三条回归分析的路径系数显著，不能说明情绪幸福是

中介作用。文章首先需要确定情绪幸福的中介作用，之后才能进行有调节的中介作用分析。 

回应：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首先对中介作用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分析。补充的中介分析的主要论述如下：使用 Hayes(2013)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中的模

型 4，在控制性别和年级的条件下分析情绪幸福感在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影响中的中介作

用。结果如表 2 所示：手机成瘾显著正向预测睡眠质量（β = 0.30，p < 0.001），手机成瘾

显著负向预测情绪幸福感（β = -0.32，p < 0.001），当手机成瘾与情绪幸福感同时预测睡眠

质量时，情绪幸福感对睡眠质量的负向预测作用显著（β = -0.32，p < 0.001），手机成瘾对

睡眠质量的正向预测作用仍然显著（β = 0.20，p < 0.001）。中介分析的结果表明，情绪幸

福感在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 0.10，其 95%Bootstrap 置信

区间为[0.07, 0.1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3.54%。 

 



意见 6：进行调节效应分析时，数据是否进行标准化处理需要交代。 

回应：Hayes(2013)的 SPSS 宏程序 PROCESS 要求在将连续变量放入模型进行分析前最好先

将其标准化，因此，本研究的所有连续变量在分析之前都进行了标准化。我们也在文中对此

做了补充。 

 

意见 7：图 2、图 3 需要报告高低分组的依据。 

回应：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文中报告了高低分组的依据。 

 

意见 8：部分句子过长，使得句子内部逻辑关系不清晰。 

回应：我们对一些过长的句子进行了删减和调整，以使句子的逻辑关系更加顺畅。 

 

意见 9：整体而言，建议修改后再审。 

回应：非常感谢审稿专家给我们的修改完善的机会。 

……………………………………………………………………………………………………… 

 

审稿人 2 意见： 

作者试图探索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机制（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对于移动互

联网时代维护与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在作者的假设模型建立过程中，缺

少理论依据，比如：  

 

意见 1：自变量与中介变量的关系方向并没有以往研究证据的支持，作者也没有给出翔实的

理论根据，中介模型建立得缺乏依据。同理，调节变量的选择也并没有给出充分的理论或研

究证据。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变量作为可能的调节变量？这两个可能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有怎

样的关系？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的确如专家所言，自变量手机成瘾与中介变量情绪幸福感的关系方

向没有得到以往研究证据的确切支持，只有相关的一些研究可以提供佐证，为使论述更加可

信，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增加了“社会认知理论”和“自我控制能量模型”作为中介效应假设

的重要基础，修改后的论述如下：有研究指出，手机使用与手机成瘾可能是对负性事件和消

极情绪的回避(Kim, Seo, & David, 2015)，但是根据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 1986)，人们的行

为不只是对外部环境和内在心理（如认知、情绪等）的反应，行为本身也会对外部环境和内

在心理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手机成瘾也可能影响个体的情绪。而且，情绪幸福感的维

持和提升有赖于个体的情绪自我控制(Eisenberg, Spinrad, & Eggum, 2010)。自我控制的能量

模型指出，自我控制依赖于个体的心理资源，但是心理资源是有限的，信息加工、印象管理、

人际交往等行为都会消耗有限的心理资源，进而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败(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而作为移动互联网优良载体的手机已经被人们当做信息获取（如浏览新闻资



讯）、印象管理（如网络自我呈现）和人际交往（如熟人社交以及陌生人社交）的媒介，它

以各种方式消耗着人们的心理资源。实验研究证实，手机使用会显著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陈

武, 2016)，手机成瘾的个体存在明显的自我控制缺陷(徐晓丹, 2014)。由此，手机成瘾可能通

过破坏个体的情绪调控能力，影响情绪幸福感。更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手机使用强度较高

的个体在日常休闲活动中有更多的消极情绪体验(Lepp, Barkley, & Salehi-Esfahani, 2015)，手

机成瘾水平高的个体也往往面临着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

(Chen et al., 2016)。而且研究还证实，手机成瘾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并且可

以正向预测青少年三年以后的抑郁水平(Demrc et al., 2015; Dong et al., 2016; Jun, 2016)。因

此，手机成瘾可能使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更少的积极情绪，进而降低其情绪幸福

感。 

关于调节变量的选择，上一稿中，反刍的调节作用和正念的调节作用主要基于反刍会加

剧负性因素的影响、正念则缓解负性因素的影响的研究：反刍作为一种较为消极的个体特质，

不仅会直接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还会强化负性因素与其消极影响之间的关系(Moberly 

& Watkins, 2008; Nolen-Hoeksema, 1991; Rosen & Hochwarter, 2014)；正念作为一种积极的个

体特质，不仅对个体的心理健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还能在负性因素对个体的影响中起保护

性作用(Davis, Morris, & Drake, 2016; Pidgeon, Lacota, & Champion, 2013)。在对反刍调节作用

的论述中，我们引用了反刍的反应风格理论，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对论述做了进一步的梳

理，修改后该段的论述如下：反应风格理论（response style theory）认为反刍会强化消极思

维倾向、降低问题解决能力，减少社会支持资源，从而进一步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强

化负性因素的消极影响(Nolen-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et al., 2008)。大量研究支持

了反应风格理论的观点，如有研究发现，相比反刍水平低的个体，负性生活事件对消极情绪

的效应在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Moberly & Watkins, 2008)，饮酒对攻击行为的强化作用

也在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更为显著(Borders, Barnwell, & Earleywine, 2007)。还有研究表明，

企业政治与员工工作满意度、工作投入之间的负向关系，以及企业政治与工作压力之间的正

向关系也都在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强(Rosen & Hochwarter, 2014)。由于反刍对负性因素的

消极影响的加剧作用，手机成瘾的不良影响（如对睡眠质量以及情绪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在

反刍水平高的个体中更显著。因此，本研究假设，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直接影响受

到反刍的调节，相对于反刍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在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强（H2）；

情绪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前半段（即手机成瘾对情绪幸福感的影响）受到反刍的调节，相对于

反刍水平低的个体，中介效应在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强（H3）。 

关于正念调节作用的论述，我们补充了正念的再感知模型作为研究假设的基础，修改后

的论述如下：正念的再感知模型认为，正念是对心理内容进行去自动化、分离化的加工，它

使个体能够深入观察、体会内外体验时刻发生的变化，强化认知—情绪—行为之间的灵活性，

帮助个体更加客观地体验内外刺激、更加开放地接纳内外体验(陈语等, 2011; Shapiro, 2006)。

也就是说，正念促进个体对不良因素做出适应性的抽离、客观化的体验与包容性的接纳，以



此缓解不良因素的消极影响。研究表明，正念能够缓解不安全依恋对抑郁、焦虑以及压力的

影响(Davis, Morris, & Drake, 2016)，也能降低物质主义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Wang, Liu, 

Tan, & Zheng, 2017)。而且正念还能在儿童受欺负与抑郁之间起保护性作用，受欺负对儿童

抑郁的直接作用以及心理韧性在其中的间接作用都受到正念的调节(Zhou, Liu, Niu, Sun, & 

Fan, 2017)。由于正念对个体发展的保护性作用，手机成瘾对情绪幸福感和睡眠质量的影响

可能在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弱。因此，本研究假设，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直接

影响受到正念的调节，相对于正念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在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弱

（H4）；情绪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前半段（即手机成瘾对情绪幸福感的影响）受到正念的调

节，相对于正念水平低的个体，中介效应在正念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弱（H5）。 

由于反刍和正念两个变量不管是在概念内涵上还是在影响效应上都是相反的，越来越多

的研究者认为可以将反刍和正念视为自我关注（self-focused attention）的两种不同方式(Aldao, 

Nolenhoeksema, & Schweizer, 2010; Marks, Sobanski, & Hine, 2010; Sauer & Baer, 2012)，反刍

水平高的个体关注自我相关的消极方面，纠结过去、焦虑未来，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则接纳自

我的内外体验，活在当下、为所当为。因此，探讨和对比它们在手机成瘾与其影响之间的调

节作用，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意见 2：作者在引用相关研究证据时，没有能够很好地区分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因此得出

的推论可能有偏颇。作者应注意措辞，如果不是因果关系的话，最好不要使用“产生”“预测”

这样的词语。 另外，作者没有说明为什么使用青少年作为被试。青少年与大学生被试相比，

有什么不一样的特点吗？或者在青少年中进行此研究，有怎样的特殊性或重要性？退稿。 

回应：我们根据专家的建议，对表述进行了适当的修改，在引用相关研究（特别是基于横断

问卷法的研究）时尽量不使用“产生”、“预测”等词语，不做因果性的论述，同时也在研究不

足中强调了我们基于问卷法的横断研究无法严格确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 

    以青少年为被试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以往关于手机成瘾的研究关注的多是大学生，

而大学生与青少年毕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以大学生被试得出的结论是否同样适用于青少

年是尚不得知的。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在青少年群体中，手机同样有着较高的使用率，手机

成瘾一样有着较高的发生率。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青少年网民规模已达到

2.87 亿，在青少年群体中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85.30%，而青少年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

已高达 90.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16)，手机已成为青少年进行网络活动最主要的工

具。而且，多个国家的研究都显示，青少年手机成瘾的比例在 30%以上(贺金波, 陈昌润, 鲍

远纯, 雷玉菊, 2012; Yen et al., 2009)。因此，探讨青少年手机成瘾及其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2）也因为大学生和青少年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睡眠质量对两个群体的意义也是不同的。

对青少年群体而言，睡眠质量对身心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Adams, Daly, & Williford, 

2013; Brand et al., 2014)。因此探讨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产生的途径和条件，

在此基础上为保护和促进青少年睡眠质量提供实证支持和实践启发，可能会带来更明显的预



防和干预效果，促进青少年更好的发展。上述原因在上一稿中已有所提及，我们对其做了进

一步梳理，使之更加清晰明确。 

……………………………………………………………………………………………………… 

 

审稿人 3 意见： 

本文选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与实践意义，数据分析方法较恰当，讨论和结论对该领域的研究和

实践具有启发。但研究也存在几点不足，以下意见供参考： 

意见 1：论文中没有报告手机使用时间。在成瘾研究中，除诊断标准中列出的条目外，客观

使用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作者是否考虑过在问卷中让被试报告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

或让被试使用应用软件记录自己的手机使用时间并进行报告（数值更客观些）？ 

回应：感谢专家的审阅。专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在成瘾研究中，客观使用量也有重要的参考

意义。我们在数据收集时，让被试报告了自己在过去一周平均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以及过去

一周平均每天睡前的手机使用时间，我们参考测量社交网站使用时间的方法(Ellison, 

Steinfield, & Lampe, 2007)，让被试在 1–6 点上做出评定（1 代表 10 分钟以内，2 代表 10–30

分钟，3 代表 31–60 分钟，4 代表 1–2 小时，5 代表 2–3 小时，6 代表 3 小时以上）。按照专

家的意见，我们在文中报告了被试每天的手机使用时间以及每天睡前的手机使用时间等信

息。 

 

意见 2：手机成瘾、情绪幸福感和睡眠质量三者的关系较为复杂。综述中较多论述了手机成

瘾对另外两者的影响，但也有一些文献支持青少年的信息技术成瘾可能是对消极情绪的一种

回避和适应不良反应；而睡眠质量差也可能导致积极情绪体检减少、消极情绪体验增多。本

文中三者中介关系的理论依据不够充分。 

回应：如专家所言，睡眠质量差可能导致积极情绪减少、消极情绪增多，而对消极情绪的回

避和适应不良可能导致信息技术成瘾。本研究假设手机成瘾影响情绪幸福感进而影响睡眠质

量需要有更坚实的研究基础特别是理论依据。为此，我们对相关论述进行了补充，增加了“社

会认知理论”和“自我控制能量模型”作为中介效应假设的重要基础，修改后的论述如下： 

有研究指出，手机使用与手机成瘾可能是对负性事件和消极情绪的回避(Kim, Seo, & David, 

2015)，但是根据社会认知理论(Bandura, 1986)，人们的行为不只是对外部环境和内在心理（如

认知、情绪等）的反应，行为本身也会对外部环境和内在心理产生直接的影响，也就是说手

机成瘾也可能影响个体的情绪。而且，情绪幸福感的维持和提升有赖于个体的情绪自我控制

(Eisenberg, Spinrad, & Eggum, 2010)。自我控制的能量模型指出，自我控制依赖于个体的心

理资源，但是心理资源是有限的，信息加工、印象管理、人际交往等行为都会消耗有限的心

理资源，进而导致自我控制的失败(Baumeister, Vohs, & Tice, 2007)。而作为移动互联网优良

载体的手机已经被人们当做信息获取（如浏览新闻资讯）、印象管理（如网络自我呈现）和

人际交往（如熟人社交以及陌生人社交）的媒介，它以各种方式消耗着人们的心理资源。实



验研究证实，手机使用会显著降低个体的自我控制(陈武, 2016)，手机成瘾的个体存在明显

的自我控制缺陷(徐晓丹, 2014)。由此，手机成瘾可能通过破坏个体的情绪调控能力，影响

情绪幸福感。更进一步的研究则发现，手机使用强度较高的个体在日常休闲活动中有更多的

消极情绪体验(Lepp, Barkley, & Salehi-Esfahani, 2015)，手机成瘾水平高的个体也往往面临着

更多的人际关系困扰，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和抑郁情绪(Chen et al., 2016)。而且研究还证实，

手机成瘾与焦虑抑郁等负性情绪显著正相关，并且可以正向预测青少年三年以后的抑郁水平

(Demrc et al., 2015; Dong et al., 2016; Jun, 2016)。因此，手机成瘾可能使青少年体验到更多的

消极情绪、更少的积极情绪，进而降低其情绪幸福感。 

      

意见 3：CAMM 中包含“我不去理会那些我不喜欢的想法”等条目，是否与回避型应对倾向

有关？暂时的回避可能对情绪幸福感有保护意义，对睡眠的干扰也较小，但在一段时间之后，

是否可能会因对问题的回避而导致手机成瘾的问题得不到改善或进一步恶化？反刍是一种

过度反思倾向，但反刍量表上的低分者是否可能因为缺乏反思而存在缺少对问题的自知和求

治动机等问题？那么这种倾向在长期是否也存在问题？由于本文的设计是横断研究，因此很

难回答反刍与正念两个调节变量的长期效应问题，但由于存在前文中提到的可能性，如不进

行跨时间的检验，则可能会对实践启发产生误导。 

回应：感谢专家的意见。专家提到的 CAMM 中的“我不去理会那些我不喜欢的想法”等题项

其实是反向计分题，所以我们在文中也交代了计分方式为：用 40 减去所有项目得分之和，

然后再平均，分数越高表示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正念倾向越高。因此正念水平高的个体并不

回避那些自己不喜欢的想法，也不会倾向于采用回避型的应对方式。研究也证实，正念与回

避型应对方式显著负相关(Bowen & Bergman, 2017)，正念水平高的个体更多的使用趋近型的

应对策略、更少的使用回避型的应对策略(Weinstein, Brown, & Ryan, 2009)，而且正念能够显

著正向预测个体的应对能力(Akin & Akin, 2015)。也就是说，高正念不会导致回避，也不会

因为长期高正念导致手机成瘾问题恶化，相反，低正念才可能导致上述问题。 

关于专家提到的反刍低分者长期来看会否因为缺乏反思而缺少对问题的自知和求治动

机，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长期来看反刍倾向高会不会有助于个体反思问题、解决问题？目前

关于反刍的研究多认为反刍是个体反复和消极地思索消极情绪和消极事件，而不积极的解决

问题，它是一种适应不良的反应方式，会强化消极思维倾向、降低问题解决能力，减少社会

支持资源，从而进一步延长和加剧消极情绪体验(郭素然, 伍新春, 2011; Nolen-Hoeksema, 

1987; Nolen-Hoeksema, 1991)。一些纵向研究也发现，反刍的消极效应是长期持续的，并没

有在一段时间之后给个体带来积极的影响(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3; Nolenhoeksema, 

Parker, & Larson, 1994; Takano, Iijima, & Tanno, 2012)。研究者在梳理反刍的不良影响如反刍

与抑郁之间关系的研究时发现(郭素然, 伍新春, 2011)，无论是在重大创伤事件后还是在日常

生活中，无论是采用纵向研究设计还是横向研究设计，无论是以大学生、成人为被试还是以

儿童、青少年为被试，无论是在正常群体还是在异常群体中，都发现了反刍思维是抑郁情绪



的易感性因子，反刍水平越高，抑郁情绪愈发严重、持续时间越长。也就是说，长期来看，

依然是反刍水平越低，个体受到的负面影响越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对反刍的因素分析研

究发现，反刍中也包含了可能具有积极作用的 “反思 ”成分 (Treynor, Gonzalez, & 

Nolenhoeksema)，研究发现，反思虽然与某些消极情绪成分如孤独感呈正相关，但也与某些

积极情绪成分如情绪智力呈正相关(郭素然, 伍新春, 郭幽圻, 王琳琳, 唐顺艳, 2011)。但是

此类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反思对个体可能的积极效应及其短时与长期效应都值得需要未来的

研究进行深入的探讨。严谨起见，我们在讨论部分对此进行了补充，以突出反刍作用的复杂

性。 

另外，虽然许多研究表明，正念的保护性作用(Keng, Phang, & Oei, 2015; Khoury, Sharma, 

Rush, & Fournier, 2015; Nyklíček & Kuijpers, 2008)和反刍的消极效应(Nolenhoeksema & 

Morrow, 1993; Nolenhoeksema et al.,1994; Takano et al.,, 2012)都是长期存在的，但也如专家所

言，本研究是横断设计，很难清楚回答反刍、正念两个调节变量的长期效应。这是本研究的

明显的不足之一，也是未来可以深入探讨的一个研究内容，我们在研究不足部分对此也进行

了讨论，也希望能对其他研究者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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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该文按照审稿意见做了很大的修改，文章的水平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是文中还有一些小问题

值得注意。 

意见 1：部分句子仍过长，使得句子内部逻辑关系不清晰，可读性较差。如“综上所述，本

研究拟探讨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基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假

设情绪幸福感在手机成瘾对青少年睡眠质量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而且手机成瘾对睡眠质量

的直接作用以及情绪幸福感的中介作用前半段都受到青少年反刍水平和正念水平的调节，相

对于反刍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在反刍水平高的青少年中更强，而相对于正

念水平低的个体，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都在正念水平高的个体中更弱。”一句，共占用了六

行。建议作者查阅全文，修改该问题。 

回应：感谢专家的指正。我们根据专家的意见通读全文，对过长的句子进行删减和修改，以

使句子内部逻辑关系更加清晰。 

 

意见 2：研究缺乏结论部分，建议参考学报同类文章进行修改。 

回应：根据专家的意见，我们在文中增加了研究结论部分。 

 

意见 3：整体建议：修改后发表。 



回应：感谢审稿专家对我们文章修改工作的认可。 

 

 

审稿人 2 意见： 

意见 1：由于正念量表是在本文中首次进行了中文版的翻译，可考虑附在正文后；其余有中

文版的常见量表可考虑不出现在附录中。 

回应：由于排版需要（编辑部说可能会有版权问题），量表未附在文末，如有需要可联系作

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三轮 

 

意见 1：本文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之前的几个评审人都提及缺乏理论支撑的问题，研究者找

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来对自己做的中介及调节模型的各个不同的部分做解释和支撑，仍然感觉

这是本研究的弱点之一。为什么没有考虑就手机成瘾与睡眠状况（或者技术成瘾与个体生理

反应的关系），或者情绪平衡与手机成瘾及睡眠状况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如果先有理论观

点，再设计研究去证实自己观点，文章就可提升档次。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的意见。专家的意见很有道理，实际上，我们也尝试过先提出理论设想，

然后用研究结果去检验理论是否成立。但是因为以下几点原因我们未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

假说： 

(1) 相关的实证基础稍显薄弱。随着心理学研究的实证趋向越来越强，理论提出需要的实证

支持也越来越多。以本研究引用的几个理论为例，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是在大量关于

积极情绪/消极情绪影响个体身心资源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Fredrickson, 2001)，反刍的反

应风格理论是在众多关于反刍思维及其影响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Nolen-Hoeksema, 1991; 

Nolen-Hoeksema, Wisco, & Lyubomirsky, 2008)，正念的再感知模型则是在一系列关于正念及

其影响的研究基础之上提出的(Shapiro, 2006)。而目前关于手机成瘾及其影响的研究仍稍显

单薄，因为手机成瘾是在近几年智能手机广泛普及之后才日益吸引更多研究者的注意。因此

手机成瘾理论的提出缺乏一定的实证基础。 

(2) 相关的理论模型不能很好的借用。一个新理论的提出可能还需要融合已有理论的相关内

容，在此基础上有新的推进。与手机成瘾联系较为紧密的概念是网络成瘾，但是手机成瘾又

明显不同于网络成瘾，网络成瘾的理论并不好直接借用，而且关于网络成瘾的已有理论重点

关注的是网络成瘾是如何发生发展的，而不是网络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因此要提出一

个关于手机成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的理论，也缺乏一定的理论基础。 

(3) 由于缺乏坚实的实证基础与理论基础，提出某个理论可能会显得牵强和生硬，而且即便

得到研究结果的证实，也会显得数据驱动倾向很强。因此，我们暂时放弃了提出自己的理论

假设，我们通过社会认知理论、自我控制能量模型、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反刍的反应



风格理论以及正念再感知模型来论述本研究的中介与调节模型的不同部分，尽量使中介作用

与调节作用的提出和解释都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我们在问题提出和讨论部分都重点突

出本研究所探讨的问题，强化问题导向，以实证研究来分析和解释具体问题，突出本研究的

实证基础和实际意义，希望能够弥补理论上的不足。 

    最后，我们将把新理论的提出与验证当成未来研究的内容之一，我们将对手机成瘾的影

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更多的研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和文章从多个不同方面探讨手机成瘾

对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更全面的揭示移动互联网时代手机对人们的影响。 

 

意见 2：虽然作者在讨论不足时提及了本研究仅是横断数据，但做中介和调节作用，通常以

两次收集数据更好，建议作者在未来的研究设计时一定要提前考虑。  

回应：我们在未来的研究设计中将充分考虑编委专家的意见。 

 

意见 3：关于正念，按照本文研究者的意图，是将正念作为个体特质来考虑的。但文章的论

述中，常常令人搞不清楚某处所指正念是指特质还是状态。建议考虑做一下区别：当论述正

念为特质时，以个体正念特质或正念水平来描述，当讨论正念状态时，以正念或正念状态来

描述。  

回应：我们按照编委专家的意见作了区分，当论述特质时，以正念特质或正念水平来描述，

当论述状态时，以正念状态来描述。 

 

意见 4：情绪幸福感：考虑用情绪平衡更好，从其量表看测量的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从

量表的计分方式看(“将积极情绪得分减去消极情绪得分，再加一个系数 5 即为情绪幸福感的

分数，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幸福感水平越高(汪向东等, 1999)”)，将其命名为情绪幸福感

似有不妥，虽然量表的文献有此论述。因为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多似不能与情绪幸福感等同。  

回应：感谢编委专家对我们研究中的名词术语进行的仔细推敲，我们将采纳编委专家的意见，

在文中使用“情绪平衡”替换“情绪幸福感” 

 

意见 5：文章经几次修改，字数偏多，请作者参考心理学报的要求进行删减。 

回应：已在不影响文章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对文字进行了删减，目前正文（不包括图表、摘要、

参考文献）为 10800 多字。由于精简之处过多，在此不做一一论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四轮 

意见 1：作者较好地回应了责任编辑的最后意见“本文的研究有一定意义。之前的几个评审

人都提及缺乏理论支撑的问题，研究者找了几个不同的理论来对自己做的中介及调节模型的



各个不同的部分做解释和支撑，仍然感觉这是本研究的弱点之一为什么没有考虑就手机成瘾

与睡眠状况（或者技术成瘾与个体生理反应的关系），或者情绪平衡与手机成瘾及睡眠状况

提出自己的理论观点？如果先有理论观点，再设计研究去证实自己观点，文章就可提升档次。

虽然作者在讨论不足时提及了本研究仅是横断数据，但做中介和调节作用，通常以两次收集

数据更好，建议作者在未来的研究设计时一定要提前考虑。关于正念，按照本文研究者的意

图，是将正念作为个体特质来考虑的。但文章的论述中，常常令人搞不清楚某处所指正念是

指特质还是状态。建议考虑做一下区别:当论述正念为特质时，以个体正念特质或正念水平

来描述，当讨论正念状态时，以正念或正念状态来描述。情绪幸福感：考虑用情绪平衡更好，

从其量表看测量的是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从量表的计分方式看(“将积极情绪得分减去消

极情绪得分，再加一个系数 5 即为情绪幸福感的分数，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情绪幸福感水平

越高(汪向东等, 1999)”)，将其命名为情绪幸福感似有不妥，虽然量表的文献有此论述。因

为积极情绪比消极情绪多似不能与情绪幸福感等同。文章经几次修改，字数偏多，请作者参

考心理学报的要求进行删减。”同意发表。 

回应：非常感谢主编对我们文章修改工作的认可！ 

 


